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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晋文化颂 》
——苏秉琦先生对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的概括

田建文
（山西省考古研究院）

摘要：“华山玫瑰燕山龙，大青山下斝与瓮。汾河湾旁磬和鼓，夏商周及晋文公。”这是苏

秉琦先生所作的《晋文化颂》。晋文化考古包括三个组成部分：第一，作为中原地区古文化的一

部分；第二，作为北方古文化的一部分；第三，作为北方、中原两大古文化区间的枢纽部分。陶

寺“是独一无二的，是北方、中原两大文化区文化会合点上相互捶击发生裂变形成的一颗新星”。

关键词：华山    三岔口    陶寺    五帝时代    中国

Abstract: The poem, Ode to Jin Culture written by Mr. Su Bingqi pointed out some important clues of 

origin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such as painted potteries with flowery patterns near to Mount Huashan and 

Jade objects decorated with dragon patterns neat to Mount Yanshan, the pottery Jia and Weng near to the 

foot of Daqing Shan, the Qing and drums discovered at Taosi site, the Xia Shang Zhou and Wengong of Jin 

state. Those indicated that the archaeology of Jin culture should be taken firstly as part of the ancient culture 

of the Central Plains; Secondly as part of the northern culture; thirdly, as the pivotal part between the two 

cultural regions above. The Taosi site, situated at the area where the two major cultural regions converge is 

unique like a new rising star which developed by mutual impact.

Keywords: Mount Huashan    Fork road    Taosi    Era of Five Emperors    China

1985 年 11 月 1 － 7 日，山西省考古研究所

在侯马召开“晋文化研究座谈会”，提议和主持者

是苏秉琦先生。按照苏先生定下的老规矩是“开

小会”，会议代表不超过 20 人；先看考古工地发

掘现场和库房，之后挨个发言，一个也不能跑。

会场在当时红卫厂（现平阳机械厂）宾馆，住宿、

饮食当然不能跟现在比。苏先生住在侯马工作站

带套间的平房内，但没有卫生间，外间可接待来

访的领导和学生们，里间简简单单就一张床、一

个书桌、一把椅子，好在工作站离宾馆也不远。

11 月 7 日苏先生在座谈会上做了主旨发言

《晋文化问题》，会后，12日考察襄汾陶寺遗址，

14、15 日在侯马工作站作关于陶寺特点、资料整

理与报告编写、晋南考古课题的长篇报告，16 日

苏先生在梁子明先生陪护下，坐火车回到北京，

结束了长达半个多月的晋南之旅。

一、有备而来，晋文化颂

这里的“备”，就是中国文明起源问题。

苏先生在 20 世纪 50 年代末、60 年代初就逐

渐意识到：“仰韶文化从它的发现开始就是同探索

中华文化和中华文明的起源联系在一起的。”［1］他

指出：“仰韶文化诸特征因素中传布最广的是属于

庙底沟类型的。庙底沟类型遗存的分布中心是在

华山附近。这正和传说华族发生及其最初形成阶

段的活动和分布情形相像。所以，仰韶文化的庙

底沟类型可能就是形成华族核心的人们的遗存；

庙底沟类型的主要特征之一的花卉图案彩陶可能

就是华族得名的由来，华山则是可能由于华族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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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所居之地而得名；这种花卉图案彩陶是土生土

长的，在一切原始文化中是独一无二的，华族及

其文化也无疑是土生土长的。”［2］

1975 年 8 月，苏先生在北京的中国社会科学

院考古研究所给吉林大学考古专业毕业生作学术

报告时，第一次正式提出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理

论，即后来发表于 1981 年《文物》第 5 期的《关

于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问题》。将中国考古学

文化分为以燕山南北长城地带为重心的北方，以

山东为重心的东方，以关中（陕西）、晋南、豫

西为中心的中原等六大区系。这六大区系从形成

之日起，一直指引着中国考古学的前进方向，也

是苏先生进一步提出“满天星斗说”的先行条件。

即五千年前“中华大地文明火花，真如满天星斗，

星星之火已成燎原之势”。

1982 年 8 月，在苏先生提议下首先在河北蔚

关于古文化古城古国，他说 1975 年在河北承德召

开“北方七省文物工作会议”时谈古城古国是从

文物保护角度讲的，1980 年代初提出考古学文化

区系类型是总结过去，是从学科建设目标出发的。

现在再往前走一步把古文化古城古国联系起来，

解决当前考古工作如何抓住重点的问题。“换句话

说，这个提法是把考古学区系类型的理论转化为

实践的中心环节。”因为“半个多世纪以来的田

野考古工作给了我们启发，集中到一点：我们的

中华民族、我们的中华国家，原有她自己的特色，

自成一系”。

11 月 7 日，他在侯马会上作了《晋文化问题》

的发言。会前的 8 月份他就画了一张示意图（图

一），又写下了《晋文化颂》四句自称的“歪诗”；

会议期间，他请与会的古文字学家、书法家张政

烺先生书写成两份条幅，一幅留作会议纪念（图

图一    苏秉琦《晋文化颂》手稿
苏秉琦《考古寻根记》之《中华文明的新曙光》

其下为“Y”字形文化带示意图

县三关发掘工地召开考古专题现场会。他

在讲话中指出，张家口是中原与北方古文

化接触的“三岔口”。

1983 年 7 月，苏先生考察辽宁喀左县

东山嘴红山文化遗址，并在辽宁朝阳召开

的燕山南北长城地带考古座谈会上，他作

题为《燕山南北地区考古》的发言，刊登

在 1983 年《文物》第 12 期上。

1984 年 8 月，苏先生在呼和浩特市召

开的内蒙古西部地区原始文化座谈会上，

作题为《燕山南北·长城地带考古工作的

新进展》的报告，刊登在 1986 年《内蒙

古文物考古》第 4 期。

11 月 14 － 18 日 , 苏先生参加浙江嘉

兴召开的太湖流域古动物古人类古文化学

术座谈会，17日作了《太湖流域考古问题》

的讲话。

1985 年 10 月 13 日，苏先生在辽宁兴

城座谈会上作题为《辽西古文化古城古国》

的讲话 , 刊登在《辽海文物学刊》1986 年

创刊号,《文物》1986年第8期又一次刊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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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陶寺，“它是独一无二的，是北方、中原

两大文化区文化汇合点上相互撞击发生裂变形成

的一颗新星。‘磬和鼓’的组合不是一般民乐器类，

它们是摆在厅堂或更隆重的场所，做为礼仪性质

的设施。其它如朱绘龙纹盘、成套的朱黑漆木器、

刀俎等都如此。它们是社会发展到较高阶段、文

化发展到较高水平的产物。它们是中原夏、商、

周古典文化出现前的一个历史时期。……称之为

‘晋文化’的理由是：它出自山西，范围不大，

恰在后来晋国都城附近腹地范围内，而后者的整

个发展过程中还保留着它的部分特征因素遗绪”。

苏先生对“晋文化考古”“做为一个考古学专

题”充满期待，“晋国的腹心地区是山西南部一小块。

上溯到距今四五千年间的陶寺，把跨越二三千年

间的‘晋文化’做为一个考古学专题，我认为对

学科的发展是有益的”。并信心百倍，“把‘晋文化’

当做考古学专题是创举，是大事，应该慎重从事。

考虑的越成熟，概念越明确，越有生命力”。

二），一幅挂在北京他的办公室（图三），这便

是考古学界耳熟能详的“华山玫瑰燕山龙，大青

山下斝与瓮。汾河湾旁磬和鼓，夏商周及晋文公”

的由来。会上，他就以第一句、二句和三、四两

句为题，讲出了：“晋文化考古包括三个组成部分，

三项内容：第一，作为中原地区古文化的一部分；

第二，作为北方古文化的一部分；第三，作为北方、

中原两大古文化区间的枢纽部分”。

界定范围 ,“山西中部以太谷白燕遗址为主的

工作，证明它上起六七千年间，下至三千年左右，

文化连续性清楚，大约五千年左右以前属于北方

古文化边缘。山西南部，如运城以南的西南一角，

以及垣曲——平陆濒临黄河一带属中原地区古文

化边缘地带”。

时间界限，“上不起自周初分封，下不以三家

分晋为限。大致上起四五千年间，下至秦统一前。

在此之前是它的‘前史’，从陶寺起，方进入‘晋

文化’正文”。

图二    苏秉琦“晋文化颂”（张政烺书）

图三    苏秉琦与“晋文化颂”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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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说起二十多天前辽宁兴城会议提出的“辽

西古文化古城古国”，“内容中心思想是，把过去

提出的‘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的基本概念提高

一步。这就直接触及文明起源问题了”。所以，“我

们这次会提出‘晋文化’问题，可以认为是兴城

座谈会的延伸”。

所以，苏先生写《晋文化颂》，是直接触及

文明起源问题的，即“把‘晋文化’当做考古学

专题是创举，是大事”，也是有备而来的。

1994 年 8 月 29 日，在太原召开的“丁村文

化与晋文化考古学术研讨会”上，苏先生作了《对

晋文化的再认识》的讲话，仍然充满自信，他说

首次在“晋文化研究会”作了四句《晋文化颂》，

“那次会上提出的这些论点是涵盖了 80 年代初为

探讨中国文明起源问题所做的一系列工作成果的

总结”。并提出了新的任务：“1985 年的侯马之会

到现在近十年过去了，对于中国考古的一大课题、

中国文明起源研究已登上又一新台阶。晋文化课

题也应有更新的视野。大众化、科学化，是永恒

的方向。”

果不其然，1991 年 5 月 11 日考古工作者发现

翼城枣园遗址这一全新的文化遗存，距今 7000 －

6400 年，通过研究并提出的枣园文化，经过翼城

北撖遗存，产生了盛极一时的仰韶时代西阴文化

（庙底沟类型），就是在“华山玫瑰燕山龙”的

指导下所做的考古实践。

二、陶寺，是两块石头碰出的火花

还是那次“晋文化研究座谈会”后的 11 月

12 日，在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

作队队长张彦煌、时任山西省考古研究所所长王

克林和高炜等先生的陪同下，苏先生再度到陶寺

考察，主要看了墓地发掘现场和标本室，14、15

日又在侯马工作站十多人的小范围内连续两次做

报告（图四）。高炜先生整理的两次报告的全部

内容，分为三部分：（一）关于陶寺遗址的文化

特点；（二）关于发掘资料的整理和报告编写；

（三）关于晋南的考古课题。其中第一部分要点为：

从发掘之初，我们就认为陶寺遗址不同

一般。如果说，与陶寺时间相当的遗址，可

以找到若干个；但是，与陶寺既是同时，又

具有同样规模和水平的遗址，亦不容易找到。

例如东下冯，在时间上，有一段与陶寺是交

叉的，但陶寺那些特殊的东西，东下冯并没有。

不仅晋南如此，扩展开来说，从宝鸡到郑州，

沿陇海路两侧，在距今五千年至四千年之间，

包括庙底沟二期和所谓“龙山文化”阶段，

也还没有一处遗址的规格和水平能与陶寺相

提并论。

尽管暂时还没有挖到城，还没有发现城

墙或大型夯土建筑基础，我仍然认为，这里

就是一处古城。道理很简单：一般的村落遗

址不会有那样的墓群，达不到那样高的水平。

晋文化讨论会期间，我拟了一首《晋文化颂》，

其中“汾河湾旁磬和鼓”一句，便是指陶寺

而言。特磬同鼍鼓是配套的，演奏时可以和

声。不能视同一般的乐器，这是陈于庙堂之

上的高级乐器，庄严的礼器。普通的村庄，

怎么能有这样的重器 ? 是鼍鼓、特磬的出现，

突出地表明了陶寺遗址的规格和水平。

图四    1985年 11月苏秉琦在侯马工作站谈陶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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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说陶寺是一枝花，在相同的时期，

中原旁的地方没有开出这样的花，北方长城

沿线地区也没有开出这样的花。可是，在汾

河湾旁的陶寺能开出这样的花不是偶然的，

有它的土壤，有它产生的内在、外在的条件。

陶寺是中原的文化，但又不完全是中原的文

化。陶寺的斝、鬲很发达，有朱绘、彩绘龙

纹陶盘，有彩绘黑皮陶器，从中可以看出，

它包含了北方的因素，根与北方有关系。不

妨说，陶寺是两块石头碰出的火花，即：华

山脚下的仰韶文化同燕山一带红山文化两大

文化系统在汾河湾旁交汇与碰击出的火花，

文明的火花，人类智慧的火花。

从石器时代文化到青铜文化，在大凌河、

桑干河、汾河、黄河、渭河或包括伊河、洛

河之间，确实存在一条东北－西南向的“S”

形通道。这条通道通过山西，汾河沟通南北。

不难看到，陶寺便是在这条通道上的。正是

由于有本身的土壤，又有不同文化的交汇，

才产生陶寺这样一枝独具特色的文明火花。

红山文化晚期（大约距今 5000 年）已经有了

玉雕龙，《赤峰红山后》报告中有一片彩陶

片上便是龙纹，后来又有三星他拉的玉龙。

红山文化的末尾已经出现朱绘黑皮陶。在陶

寺没见到尖底腹斝与尖底瓶衔接的迹象，但

在北方衔接起来了。这些发人深思的证据，

告诉我们，对于陶寺的一些文化因素，若在

本地（指晋南）庙底沟二期文化中找不到根源，

就应到北方去找。太谷白燕是北方到陶寺之

间的中间站，值得注意。

2000 年发现了陶寺古城，佩服苏先生“能掐

会算”的同时，还应该知道以苏先生为代表的老

一辈考古学家们，严谨认真，具备观察、摩挲陶

片的本领，习惯上叫作“摸陶片”，根据陶器及

陶片，划分时代和类型，并进行谱系分析，来读“地

书”，从而达到与历史对话的考古学目标。

三、陶寺，五帝时代的中国

1985年，从侯马回到北京后，苏先生根据《晋

文化问题》发言稿，再度写下了《谈“晋文化”

考古》［3］，张忠培先生不止一次对我说，苏先生晚

年考古研究，已经进入逻辑推理、思考阶段，这

篇文章写得真漂亮！

苏先生眼里的“晋文化考古”，时间上和空

间上都要长得多和宽得多，大致包括如下三个相

互关联的部分或侧面：

第一，晋南地区属于“中原古文化”的

一个组成部分，但有它自己的特色；

第二，晋北地区属于“北方古文化”的

一个组成部分，又有它自己的特色；

第三，从整体来看，它是“中原古文化”

与“北方古文化”两大古文化区系的重要纽带，

这一点，正是它之所以应作为一大课题的条件。

对于“纽带”一词，如果我们仅仅理解

为桥梁，或联接点，未免过于简单化了。实

际上，它的重要意义远不止此。由此而产生

的中国古文明的“火花”才是它之大不平凡

的所在。

简而言之，“晋文化考古”既是中原古文化的

组成部分，又是北方古文化的组成部分，更是中

原与北方两大古文化区系间的重要纽带，从而产

生的中国古文明的“火花”。这是苏先生看重陶

寺考古的真谛所在。

1987 年 5 月 20 日在山东烟台第一次环渤海

考古座谈会上，苏先生又对晋文化考古做了进一

步阐述：“七千年前华山脚下的仰韶文化，沿太行

山向北发展，与辽西大凌河流域的红山文化碰撞，

又同河套文化结合，三个原始文化结合在一起，

又折回到晋南，就是陶寺。在晋南与东南沿海、

西部地区结合在一起。或者说，华山一个根，泰

山一个根，北方一个根，三个根在陶寺结合，这

就是五帝时代的中国，这是第一个中国，在晋南。”

这里苏先生明确指出，五帝时代的第一个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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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在晋南，也就是在陶寺。

作为 1988 年高考语文阅读试题，苏先生 1987

年的《华人·龙的传人·中国人——考古寻根记》，

在“中国——观念形态与政治实体的形成”一节

中写道［4］：

距今四五千年间，以晋南襄汾为中心的

“陶寺”遗址为代表的一种古文化，人们使

用大石磬与鳄鱼皮鼓随葬，反映社会发展到

比红山文化更高的阶段。他们使用的具有明

显特征的器物群，包括源于仰韶文化小口尖

底瓶的斝，到真正鬲出现前的完整序列，源

于红山文化的朱绘龙纹陶盘、源于长江下游

太湖地区良渚文化的一种“∠”形石推刀，

反映他们的文化面貌已具备从燕山以北到长

江以南广大地域的综合体性质。

史书记载，夏代以前有尧舜禹，他们的

活动中心在晋南一带。“中国”一词的出现

也正在此时，所以称舜即位要“之（到）中国”。

后人解释：“帝王所都为中，故曰中国”。

由此可见，“中国”一词最初指的是“晋南”

一块地方，即“帝王所都”。而中原仰韶文

化的“花”和北方红山文化的龙，甚至包括

江南的古文化均相聚于此，这倒很像车辐聚

于车毂，而不像光、热等向四周放射。这样，

我们讲晋南一带的“中国”一词就把“华”“龙”

等都包揽到一处了。

苏先生饱含赤子之心，研究中国文明起源问

题、研究中华民族形成，为考古学界树立了永久

的典范，用他的话来讲是“大题小做”。1992 年

5 月 2 日，他在为中国历史博物馆建馆（今中国

国家博物馆）八十年活动撰写题词时，写下了“我

国的基本国情”，那就是：“超百万年的文化根系，

上万年的文明起步，五千年的古国，两千年的中

华一统实体。”这是中国第一代考古学家们特有

的爱国情怀（笔者按：大段引述原文，是为了不

失苏先生原义）。

《晋文化颂》，后两句“汾河湾旁磬和鼓，

夏商周及晋文公”，是苏先生所说的“从陶寺起，

方进入‘晋文化’正文”；前两句即“华山玫瑰

燕山龙，大青山下斝与瓮”，是仰韶时代和龙山

时代前期，是“晋文化”的“前史”，因为苏先

生眼中的“晋文化”的年代“大致上起四五千年

间，下至秦统一前”。这是苏先生的独到之处，

是由时间、空间、考古学文化及人之“四维”组

成考古学文化，是“静中有动、动中有静”思辨能

力的体现，而与我们长期调查、发掘和研究的晋

文化有着云泥之别。现在包括我在内的多数学者

都采用刘绪先生的定义，“所谓晋文化是指两周时

期晋系考古学文化。由于这一考古学文化以文献

记载的国名命名，故确切地说，晋文化应是西周、

春秋时期晋国和战国时期韩、赵、魏三国的考古学

文化”［5］，二者无疑是有区别的。这个区别在于研

究的着眼点不同，因而涵盖的考古学文化也不同。

综上可见，《晋文化颂》是苏先生关于中国

文明起源问题的总结，这也是他唯一发表的诗。

所以我们要纪念《晋文化颂》的提出，纪念四十

年前“晋文化研究座谈会”的召开，很有必要。

1994 年 8 月 29 日在《晋文化颂》才过去九年的

时候，苏先生《对晋文化的再认识》给我们提出

新的要求：“真正科学要求‘其大无外，其小无内’。

前者要求走向世界，面对未来。后者要求做到分

子水平，晋文化这个课题还是大有可为的。愿与

同行朋友们共勉 !”

话音未落，弹指一挥，四十年矣。

光阴荏苒，岁月不老，苏先生从来也没有走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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